講題：近代臺灣的社會變遷
吳文星

1、 教學目標

1. 理解日治時期人口變遷概況和特徵

2. 理解日治時期社會結構變遷大勢和特色

3. 理解日治時期主要風俗習慣之變革

貮、摘要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變遷頗具特殊性。就人口觀之，長期維持高出生率，而死亡率則大幅降低，因此，呈現高自然增加率之現象，1896年人口數約260萬人，至1943年增為約660萬人。社會結構最大的改變乃是日、台人截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若單就台人社會觀之，顯示舊權力家族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之延續，家世、財富、收入仍是決定社會地位高低之要素，社會菁英的教育資格和職業成就日益重要，職業和社會階層均漸趨平等化，以及台人政、經地位之發展有其侷限。風俗習慣的變革較為顯著且影響深遠者，概有放足斷髮之普及、星期制作息習慣之養成，以及現代衛生、守時、守法觀念之建立等。要之，日治時期台灣已逐漸由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過渡到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參、正文
1、 前言

1860年代，台灣根據天津、北京條約之規定，被迫開放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四口為通商口岸，其結果，台灣的對外貿易進入新紀元，茶、糖、樟腦等成為台灣出口之大宗，為台灣帶來可觀的外匯，棉、毛紡織品等洋貨亦源源輸入台灣，台灣經濟顯著地發展，加以對外接觸漸次頻繁，因此，台灣開始出現資本家的崛起、基督教的傳入、西式學堂的建立等社會變遷現象。尤其是進入日治時期後，隨著殖民政策和制度之施行，台灣更出現具特殊色彩的社會變遷。就其方式觀之，並非一般由下而上自主性的變遷，而是由上而下被動性的變遷。易言之，台灣總督府當局的政策和施政主導此一時期的社會變遷。例如就人口觀之，日治以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人口往來頻繁，但日治以後，總督府嚴格限制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人口往來，使得日治半世紀間台灣人口受外來移民的影響很小，可稱為「封閉性人口」（Closed Population）。同時，此一期間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總督府有效地肅清瘟疫、防治風土病、加強公共衛生工作，以及改善交通、產業、教育等。就社會結構觀之，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長期存在，將日、台人截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總督府對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採籠絡利用政策，遂使社會結構之變遷呈特殊性。此外，隨著新制度、新知識、新觀念、新規範及新價值等之容受，台灣社會的風俗習慣產生重大的改變。其中，變革較為顯著且影響深遠者概有放足斷髮之普及、星期制作息習慣之養成、現代衛生、守時、守法觀念之建立等。

茲以日治時期為中心，介紹人口、社會結構、風俗習慣等變遷之概況及其特色如下。
2、 人口變遷

清代台灣歸入版圖之後，閩粵人民不斷移墾，迨至1860年人口已約200萬人。其後，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茶葉、蔗糖、樟腦之出口貿易飛躍發展；加以1875年起渡台禁令解除，並獎勵移民，由是吸引更多的移民來台。1883年人口增為260萬人，至1895年割台前夕已約300萬人。
日治之初，總督府為遂行殖民統治，隨即展開人口調查，1896年首次完成全台人口調查。繼之於1905、1915、1920、1925、1930、1935、1940年，計七次，舉行人口普查；此外，每年底亦有詳細的人口統計。可說提供正確完整的人口資料，足以具體觀察此一時期人口變遷大勢。
台灣割讓之初，台人競相內渡。1896年之調查結果，全台約有260萬人，顯示變局造成一時人口銳減。1905年人口增為312萬餘人，至1943年增達658萬餘人，48年間增加一倍半。就人口組成觀之，閩粵系的台灣人始終占90%以上，原住民略呈停滯狀態，其人數僅由11萬餘人略增為15萬餘人，故所占比率由3.6%降為2.6%；日本人數雖不斷增加，由6萬人增為40萬人，但因係以公教軍警及商人、技術人員為主，成長有其侷限，故至日治末年僅占6%；至於「華僑」占絕大多數的外國人，則在總督府有效控制下，人數僅由8,000餘人增為5萬餘人，其比率長期低於1%。顯然的，日治時代外來移民對台灣人口增加之影響很小，而台灣人移出者極少，人口移動在台灣人口增加中不占重要地位。
就出生率觀之，長期均高達40‰以上，高出同一時期世界主要國家的1~3倍。相反的，死亡率則呈明顯下降之趨勢，1906~43年間，由34‰降為不足19‰。出生率高居不下而死亡率大幅下降，乃是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就自然增加率觀之，1906年僅約5‰，1925年增為17‰，1930年更超過25‰，而達全期之高峰，1943年仍超過21‰，尤其是1930~41年間平均自然增加率幾達25‰，為同一時期世界主要國家的2~10倍，而為全球之冠。顯然的，日治時代台灣人口激增係自然增加所致。
就人口的職業結構觀之，日治時期台灣職業人口始終以農業為主，1905年占71%，1940年略降為65%，其比率呈漸減之勢；相反的，商、工業人口自1920年代起呈漸增之勢，1940年，商、工業人口已分別占10%、9%；此外，公務及自由業以日人為主，亦呈顯著增加之現象，1905年僅占2%，1940年增為5%。要之，台灣社會已漸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商社會轉型。（註1）
3、 社會結構變遷

清季台灣漢人社會大致可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士紳和富豪，下層則包含占多數的庶民和極少數屬於「下九流」的賤民（註2）。其中，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居主導地位，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並不活潑。
日治之初，總督府即對各地士紳、富豪等社會領導階層採籠絡利用政策，以爭取其支持和合作；延攬他們擔任縣、廳及辨務署參事、街庄區長、保甲局長、保正、甲長、壯丁團長、教師、囑託等職位，將台人社會精英悉數納入基層行政和治安組織中，建構台灣社會新領導階層，亦即是日人所稱的「上流社會」。換言之，大部分舊社會領導階層家族因之延續其地方「權力家族」的地位，甚至更加提高其地位。
在此一社會領導階層結構中，由於憑著科舉功名以取得士紳地位之途已斷絕，加以總督府創設紳章制度用以籠絡社會領袖協助建立社會秩序，並誘使富豪參與殖民經濟的開發，其結果，紳章頒授對象不限於有功名之士，反而大多數是與總督府合作者和富豪，士紳集團的主導地位遂漸被富豪集團所取代。
總督府實施西式新教育以取代傳統教育，並以社會中、上階層子弟作為主要勸誘入學對象。影響所及，舊家子弟大多具備遠較一般民眾優越的教育資格和專業訓練，而較易脫穎而出，繼承其父兄的社會地位而成為新社會領導階層。因此，新、舊社會領導階層之間頗具延續性，整個社會並未呈現活潑的流動現象。顯然的，「家世」仍是左右社會地位的要素。
就教育背景觀之，日治時期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遞嬗是一個緩慢的過程，1920年代以後，新教育出身的精英始在社會各部門普遍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次，由於台灣中、高等教育設施極為不足，唯有賴留學教育以為挹注，其結果，日治全期留日學生多達20萬人，其中，大專畢業生總數達6萬餘人，因此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漸成為社會領導階層的重心。再者，由於教育機會的偏頗，加以受時代潮流及社會價值觀念等之影響，新社會領導階層的教育資格呈現集中現象，而以習醫學、師範、法政及經濟者占多數，構成有力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領導階層的主體。由上亦顯示專業教育資格日益重要。
就職業觀之，顯然的，職業漸趨平等化，職業成就漸受重視。醫師、教師、律師等所謂「三師」成為最受社會尊崇的行業，但畫家、音樂家、記者、作家等亦均可以其專業成就而取得社會地位。職業成就獲得較多的收入和財富，故收入和財富仍是決定社會地位的要素。隨著職業漸趨平等化，社會階層亦漸趨平等化。
此外，受殖民政經體制和政策的影響，日、台人截然被區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職是之故，台人社會領導階層政、經地位之發展有其侷限，新、舊兩代之間的政、經地位深具延續性。在政治上，新、舊兩代的地位和角色無甚殊異，絕大多數僅能擔任街庄區長、助役、書記等基層行政吏員，或無議決權和立法權的各級議員，成為殖民施政的輔助工具，並不因下一代的教育資格改變而有所轉變。上述職位常父死子繼、兄終弟及，長期被一家一族所獨占。固然因此限制了社會領導階層家族的政途發展，惟亦無異於保障其在地方的政治特權和利益。尤有甚者，造成地方政治參與的壟斷和地方派系的形成。光復初期的地方政治仍深受影響。經濟上，上一代已漸由地主或資產家轉變為中、小資本的工商、金融業者，下一代延續此一基礎，發展成為重要的實業家或資本家，其經濟勢力較上一代更為擴張，社會聲望和影響力每較上一代更為提高，由是其家族的勢力更為擴張。惟大企業則為日人資本家所控制，台人資本家始終屈居從屬地位或僅是局部對立之勢力。（註3）
4、 放足斷髮之普及

纏足和辮髮原是台灣社會根深柢固的風俗習慣，惟日治後日人將其與吸食鴉片同視為台灣社會三大陋習。然而，為免遽行禁革引起台人反感，仍採漸禁政策，暫時聽任台人自由放足斷髮，不施加干涉；只是透過學校教育或報章雜誌的宣導，鼓勵台人放足斷髮。
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1911年之際，在中、韓斷髮風氣的激盪下，亦有組織性斷髮運動之出現，並促使一度沉寂的放足運動改弦易轍，再度掀起熱潮，從此兩大運動相互觀摩和呼應，纏足和辮髮成為日人「改良風俗」要求下，欲一併革除的目標。
1911年，台北有「斷髮不改裝會」之成立，訂定會規，定期實施集體斷髮。其後，為期一年有餘，各地街庄區長、台人教師等公職人員及紳商名流紛紛響應，並倡組「斷髮會」，訂定會規，除鼓勵會員個別斷髮外，亦定期舉行集體斷髮大會，每次參加人數由百餘人至四百餘人。部分舊士紳或狃於舊習，或將辮髮當作民族認同的依據，或作為效忠舊朝的象徵，而抗拒斷髮，甚至組織「保髮會」、「守髮誼」等護辮團體以相對抗，但影響力十分有限。
同時，放足運動出現由婦女自組的「解纏會」，推動放足運動。做法較過去積極，由主要幹部、保正、醫生等逐家調查，經醫生鑑定可放足者即登記為「解纏會」會員，約定限期放足。惟此時各地做法仍寬嚴不一。
1914年，各地進而有「風俗改良會」之成立，倡導變革舊俗，於是再度掀起放足斷髮熱潮。台人知識分子亦紛紛建議總督府以公權力介入，明令禁止纏足辮髮。翌（1915）年4月，總督府乃乘勢利用，通令各廳長將禁止纏足及解纏事項附加在保甲規約中，若違反規約者，得科處百圓以下罰金。從此，正式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運動，全台各保甲如火如荼展開斷髮解纏活動，在警察監督下，區長、保正、甲長、壯丁團員等逐戶實查未斷未解人數，限期實行斷髮解纏，或舉辦集體斷髮放足大會、慶祝會或紀念會，以鼓動風潮和掀起高潮。並以是年6月17日作為最後期限。
為達到徹底放足斷髮之目的，總督府進而於6月17日鼓勵各廳紳商名流組織「風俗改良會」，以促使放足斷髮更收速效，作為所謂「始政二十周年紀念事業」之一。結果，數月之間，全台放足者達48萬餘人，仍纏足者18萬餘人，斷髮者達133萬餘人，仍辮髮者僅剩8萬人。概言之，仍纏足者概係蹠趾已彎曲無法恢復而可免放足者，仍辮髮者多係60歲以上總督府准許留辮者。
放足斷髮普及之結果，使女子得以天足從事生產，造成人力資源增加，有助於台灣經濟的發展。其次，帶來崇尚新潮的易服改裝風氣，衣服鞋帽漸改易歐美或日本樣式，因此新服飾、鞋帽業代之而興。此外，審美觀念亦漸改變，婚姻擇偶漸不再以足之大小為取捨標準，使得未婚女子不再輕易纏足。（註4）
5、 星期制作息習慣之養成

日治以前，民眾日常生活作息規律概以旬、朔望、月、季、年為期。日治時期，總督府將星期制引進台灣，規定星期日為例假日，此外，至1928年為止每年另有12天國定假日，其後，增加為13天。官廳、學校、工廠等依上述規定訂頒作息規律，彼此之間因性質不同，難免略有差異，例如學校除了與官廳一樣星期日及國定假日休息外，另有年假、暑假、學年假，工廠則每日工作10小時以上，每月任擇兩個星期日為臨時特別休日。顯然的，工廠的工作時間較長，無怪乎，1920年代勞工運動中要求制定7小時或8小時工作制、每週一日有給休日及假日加班應支給加倍日薪，甚至提出廢除打卡鐘、點名、打分數等規定，以及要求資方應免費提供懷錶。
定時休假使社會大眾有了「餘暇生活」的時間，總督府進而將大掃除、體育、音樂、美術、電影、觀光旅行等餘暇活動向社會推廣，經常舉辦運動會、音樂會、展覽會、電影欣賞會等活動，到處設立公園，開闢觀光名勝地，成立觀光機構，規劃觀光旅遊事宜。配合觀光旅遊時節，鐵路票價訂有優待辦法。機關、團體每利用假日舉辦員工集體旅遊活動。影響所及，每當星期六、日及例假日，公園、風景名勝地、海水浴場等常是人潮洶湧，遊客如織。此外，不少公務員、自由業者養成以盆栽、園藝、書畫、閱讀、照相、骨董、琴棋、飼養等靜態娛樂作為其休閒寄情之嗜好。要之，「餘暇生活」漸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註5）
6、 標準時間制度之建立與守時觀念之養成

1895年12月27日，總督府發布規定，台灣、澎湖群島、八重山及宮古群島以東經120度子午線之時間為標準時間，與日本國內時差一小時。此一規定自1896年1月1日實施，從此台灣正式進入格林威治世界標準時間系統中。另一方面，1895年6月25日起，台北即實施「午砲」報時制度，每日正午12時發砲，提醒人們校準時刻。其他各市街亦陸續跟進。而隨著氣象觀測、郵電、鐵路等設施漸次完備，1913年，總督府規定各火車站、郵電局、測候所、觀測所等單位，每日正午前3分鐘必須以電話或電報向台北測候所對時，易言之，從此總督府建立完整的全台報時系統。惟「午砲」報時制度仍持續至1921年始取消。
公、私機構根據標準時間制定作息規律，嚴格要求員工遵守，例如上、下班對時搖鈴，必須準時簽到、簽退。公學校算術課教導學生學習「時」、「分」、「秒」之時間問題運算，修身課程教導學生必須守時，說明守時的好處，遲到須請求老師原諒，早退則須徵得老師同意。鐵、公路交通明訂開車時間表，要求乘客準時乘車，並準時開車和抵達目的地。
1920年起，日本政府為了加強人們對時間觀念的認識和守時習慣的養成，乃規定每年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翌（1921）年，台灣亦開始推行「時的紀念日」運動，每到6月10日，就透過機關、學校、社教團體、寺廟、工廠等宣傳時間的重要性，舉辦演講、遊行或音樂會，張貼海報，散發宣傳單等，不一而足，以期培養準時、守時、惜時的精神。
1930年代，社會教育更為加強，例如「部落振興運動」規劃民眾的生活規律，規定每月1、15日舉行大掃除以美化部落，清晨六時村民必須起床參加收音機體操，每一家戶均須配備時鐘，平日透過收音機廣播準確對時。以上在在使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出對時間「標準化」的觀念和習慣。

總之，近代標準時間制度在台灣社會之普及，建立了「標準化」的規律和秩序，強化了總督府當局對民眾的動員力；相反的，帶來台灣社會傳統生活作息革命性的變革，台灣人接受世界通行的新制度，不知不覺間以正確的時間作為生活的規範，守時漸成台灣社會習以為常的觀念。（註6）
7、 守法觀念之建立

日治之初總督府即建立警察制度，並以保甲制度作為警察的輔助機關，其結果，完成嚴密的警察網，台灣的警力及警察權限均遠大於日本國內，警察除了執行法律、維持公共秩序外，並協助地方政府處理一般行政事務。因此，警察長期強有力地控制台灣社會，介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可謂無所不管。治台25年間治安上幾乎達到「夜不閉戶」的狀態，蓋犯罪防範之嚴密使民眾有所顧忌，不敢心存僥倖觸犯法網。

另一方面，總督府基於本身的權益，本乎明治維新法律改革之經驗，將近代西方法律引進台灣，以強有力的近代國家「依法統治」之權威，建立專制但有效率的近代台灣法律體系。從此，台灣開始由傳統中國法制轉變為近代西方市民法制社會，透過學校和社會教育教導近代西方法治觀念和知識，學習尊重秩序和法律。日治中期，許多日本式的西方近代法律在台灣實施，司法始終維持一定程度的公平和正義，而取得社會大眾的信賴。研究者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人普遍建立守法的觀念和精神，考其原因，初期因係無法抵抗日本的權威和權力，惟其後日本以近代法律體系和信用所建立的司法制度亦受到台灣人之歡迎。易言之，近代西方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已被台灣社會選擇性地接受。其結果，民眾養成安分守己、重秩序、守紀律之習慣，守法之觀念由是建立。（註7）
8、 現代衛生觀念之建立

為了有效地防治台灣的風土病和傳染病，治台之初總督府即積極建立近代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探勘水源，建造自來水工程，供應城市居民乾淨的飲水；修築城市地下排水工程；制定「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具體規定住宅之建材、高度、採光、床高等，必須注重衛生和適合熱帶風土之需要；制定「台灣污物掃除規則」，明定廢棄物之處理方式；動員保甲組織，定期實施社區環境的清潔活動，使得各家戶養成衛生習慣；在各地設立公立醫院，實施公醫制度，以及成立醫學校，以培養受正式醫學教育的台人醫師；加強衛生教育，灌輸現代個人衛生知識和觀念，消除衛生防疫工作之阻力，實施預防注射、隔離消毒、捕鼠活動、強制驗血和施藥等防疫工作，不一而足。
其結果，確實改善台灣的環境衛生和醫療條件，使台灣社會防治疫病之效能大為增強，不但有效地防治鼠疫、瘧疾、霍亂、天花、傷寒、白喉、猩紅熱等風土病和傳染病，大幅降低死亡率，使台灣人口長期呈高自然增加率現象；而且改變台人的醫療衛生觀念和習慣。民眾罹患疾病漸不再求神問卜而求醫診療；西醫漸取代中醫而較受民眾歡迎和信賴；依規定接受預防接種；台人建築住宅開始注意通風、採光及廁所之設置，西式、和式建築不斷增加；個人衛生方面養成洗澡和如廁後洗手之習慣；每一家戶設置垃圾箱，依規定清理廢棄物；公共場所多備置痰盂及垃圾桶，民眾恥於隨地吐痰或丟棄垃圾；定期進行家戶大掃除及參與社區清潔工作。要之，台灣社會漸建立現代的醫療衛生觀念。（註8）
9、 結論

綜括而言，日治時期在台灣總督府具現代化取向的同化政策下，對台灣的人口結構、社會結構，以及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產生極大的影響，社會和文化變遷之結果，台灣社會逐漸由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過渡到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易言之，台灣社會已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
肆、註釋

註1：詳閱陳正祥、段紀憲：〈臺灣之人口〉，《臺銀季刊》4卷1期，民國40年，頁39~120。陳紹馨：《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民國68年。
註2：下九流係指娼妓、演員、巫師、樂師（吹喇叭的人）、牽豬哥的人、理髮匠、男僕女婢、按摩師、挖墳的人。陳紹馨，前引書，頁520。

註3：詳閱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民國81年，頁151~195。

註4：詳閱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民國75年，頁69~108。
註5：詳閱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民國87年，頁53~62、頁111~155。

註6：詳閱呂紹理，前引書，頁53~90。
註7：詳閱王泰升：《台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作者發行，民國86年，頁159~182。

註8：范燕秋：〈日治前期臺灣公共衛生之形成（1895~1920）〉，《思與言》33卷2期，民國84年6月，頁21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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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題討論

1. 日治時期台灣人口變遷的主要特徵為何？

2.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結構變遷之特色為何？

3. 日治時期影響社會階層變遷的要素為何？

4. 試述日治時期放足斷髮運動之經過及其影響？

5. 日治時期那些風習慣顥著地改變？試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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